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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崖土司城址艺术的民族与地域特色探析
1
 

雷宇 

(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，湖北武汉 430073) 

【摘 要】:世界文化遗产“唐崖土司城址”的艺术形制，不仅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，表现出对汉族传统艺

术的仿像，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色。城址艺术崇尚自然的艺术理念，重生乐死的诗性表达，古朴沧桑的青

石道路，简约实用的“桥上桥”建筑，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纹样等，使城址艺术更具魅力，亦为世界文化遗产增添

异彩。 

【关键词】:唐崖土司城址;城址艺术;民族特色;地域特色 

【中图分类号】:K878．3【文献标识码】:A【文章编号】:1672－433X(2019)02-0039-05 

艺术作为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，既与文化的交流互动有关，又受自然环境、物质生活条件、特殊历史文化的影响。因此，

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的艺术，总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各自的特色。世界文化遗产——唐崖土司城址的艺术物象，既深

受汉族传统文化与艺术的影响
［1］

，又具有诸多民族与地域的特色。本文拟就城址艺术表现出的民族与地域特色作简要阐述。 

一、崇尚自然的艺术理念 

艺术与自然的关系，是古今中外艺术哲学的重要课题。艺术离不开自然，艺术来自自然，并超越自然。艺术品制作的材料、

艺术表现的方式、艺术描写的对象等，都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正因为如此，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，

“模仿自然是艺术的本质”
［2］
。当然，正如著名德国哲学家 M．海德格尔在论及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时所指出的:“艺术应合于自然，

但却决不是已然在场者的一种复制和描摹”
［3］
。自然是艺术创作的原始素材，自然中无处不体现着秩序的存在——形态秩序、生

长秩序、运动秩序等等，自然成为艺术创造的源泉。我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指出:“中国人的个人人格，社会组织，都希

望能在美的形式中，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……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，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。”
［4］

虽然艺术创造不能

等同于自然的创造，但艺术创造离不开自然的秩序与规律。 

崇尚自然，是唐崖土司城址艺术的重要理念。土司城的选址与平面设计艺术是这方面的典型。与内地官署衙门的选址与建

造相比，土司城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因地制宜，随形就势，将城址安放在一种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。土司城位于山体缓坡台

地，依山傍水，地质稳固，旱涝无忧，易守难攻，生态优良。设计者将周边的山形与“四象”结合，把背依的山体命名为玄武

山，将对面的山体命名为象征南方的朱雀山，将左、右两侧的山体分别命名为象征东方的青龙山和象征西方的白虎山，在精神

层面将土司城构建成一座坐北朝南的吉祥城堡。整个司城“负阴抱阳，背山面水”，山脉与河流以圆润柔和的曲线，将中心城池

揽于怀中，使城址既具有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，又具有鲜明的历史人文之美，凸显出独特的审美意蕴。这种背靠山林，不占农

地，便于排水的临河缓坡选址，既符合土家族一般聚落的生产生活条件，又能满足土司城作为区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功

能要求，在辖区内最为优越。从选址权衡可以看出，唐崖土司城的选址与设计艺术，具有鲜明的山地特色与土家族居住文化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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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。 

司城内的建筑布局，也充分体现了对自然秩序的尊重。循自然山体的缓坡性状，城址有明确的功能区划分。墓园、宗教、

宗祠等体现精神规训的建筑，居于城址上部;衙署区、“荆南雄镇”牌坊等体现国家在场和土司威权的建筑，位于城址中部，形

成中轴对称;居民区、交易区、军事区等位于城址下部。这种功能布局，体现了自然山形地势与社会等级秩序的结合。 

土司城的大部分建筑、道路、排水沟渠，均依照自然山势呈多层平台分布。城中不同的功能区划分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，

如土司生活区、衙署区等重要区域基本位于相对居中、较为宽阔的缓坡地带，并与交通干道连通;街市区紧邻生活区及码头，便

于交易;军事区或相关设施均结合自然天险设置并位于交通沿线，有利于军事防御。城内主干道两侧的排水沟渠，与顺山势修建

的三条下河道交汇贯通等，都充分体现了特殊环境下对自然秩序的尊重。 

除此之外，在“土司王坟”、“双凤朝阳墓”、衙署月台堡坎、出土石质容器等艺术装饰雕刻中，各类植物花卉图形被广泛运

用，也体现出建造者对自然物象的钟情与模仿，亦是崇尚自然的表现。 

二、重生乐死的诗意表达 

对生与死的诠释，是艺术表达的重要题材。生的审美和死的艺术，构成了诗意人生的完整画面。海德格尔曾借用“人诗意

的栖居”
［5］

来阐释人类生存的基本特性。这种诗意，既属于生者，也属于死者。古今中外，通过戏剧、雕塑、绘画、文学作品等

艺术形式对死的意义的表达，可谓不胜枚举。总体看来，对死亡的艺术诠释，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念，即恐惧与乐观。从

恐惧的视角看，死亡与肉体、精神的痛苦相连，是折磨与惩罚的结果;从乐观的视角看，死亡是解脱，是“回家”。德国著名哲

学家叔本华认为，“睡眠与死亡并没有根本的区别”，他说:“死亡虽然让人们不寒而栗，但死亡却并非真的一大不幸。很多时候，

死亡看上去甚至是一件好事，是我们渴望已久的东西，是久违了的朋友”
［6］
。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，在他所著的《论死亡》

中也认为，“死与生同其自然”，他批评“那些画廊派的哲学家把死底价值抬得太高了，并且因为他们对于死准备过甚，遂使死

在人看起来更为可怕”
［7］
。由艺术呈现的那些悲剧，其可怕之处全在于这些悲剧刺激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。 

土家族对死亡的理解属于乐观派。重生乐死是土家族的基本哲学理念。在土家族先民看来，生死是自然现象，死亡是人转

化为另一种生命，是死而脱生。在这个世界的死亡，到另一个世界是新生命的开始。因此，死亡并非令人恐惧的事情。土家族

这种生死理念，在其民间艺术“跳丧”中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跳丧，又称“撒尔嗬”，是土家族的丧葬习俗，在隋朝之前就已形

成。唐代樊绰所著《蛮书》卷十记载:“初丧，鼙鼓以为道丧，其歌必号，其众必跳。”
［8］

另据清同治《巴东县志》记载，“旧俗，

殁之夕，其家置酒食，邀亲友，鸣金伐鼓，歌呼达旦，或一夕或三五夕。”
［9］

为死人载歌载舞，体现了“灵魂不死”的宇宙观和

“死是福”的豁达生死观。因此，土家族人跳“撒尔嗬”时，合族不悲，哀而不丧，气氛热烈。土家族认为，人死后的灵魂仍

然不离开人间，即使亲人离世，也希望其灵魂留在自己身边，故大多不避讳墓葬。先人的灵魂可以成为神灵，接受后辈供奉的

香火，故土家族有将祖先墓葬布置在堂屋后面的案例
［10］

。这种将生与死两个空间规划在一个居住区域，是土家族特有的文化现

象。在土司城址，这种对死的诗性表达使人印象深刻。如将王坟、家族墓园建在土司城之内，与衙署、生活区、大寺堂等比邻。

再如，“双凤朝阳墓”富有诗义的石刻壁照、田氏夫人墓的“万古佳城”的牌坊题刻等等。 

值得特别强调的是，在城址“土司王坟”墓前两侧壁照之上，分别刻有一个直径为 39 厘米的同心圆图案。关于其象征意义，

学界有不同的解读
［11］

。笔者以为，这种极为抽象的圆形符号，刻于“王坟”壁照，体现了土家族对生与死的诗意表达。十分有

趣的是，其寓意与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出奇地一致。叔本华说:“大自然的真正象征普遍都是圆圈，因为圆圈是代表周

而复始的图形，而周而复始事实上就是自然界中至为普遍的形式。……从天体的运转一直到生物体的死、生都是如此。在永不

休止、囊括一切的时间长河中，某一持续的存在，亦即大自然，也只有以此方式才得以成为可能。”
［6］223

“土司王坟”前壁照上

的两个圆形图案，至少表达了三层意蕴:其一，圆形代表生死轮回，周而复始。此生的死亡，即彼生的开始;人之生死交替，犹

如日月轮替、寒暑往复、草木枯荣，乃自然之现象，死是生的希望与前奏。其二，圆形寓意亡者功德圆满，象征家族兴旺繁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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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能致家族兴旺，事业和顺，寿终正寝，犹如晴日满月，体现的是圆满与福气。其三，两个同心圆象征夫妻恩爱，生活美满。

与墓室之中，灵床之上，夫妻相伴的实景相对应，墓前壁照的两个相对的同心圆，一为“太阳”代表男人，一为“月亮”代表

女人，给人以夫往妻随，现世同栖连理枝，来世也要相伴飞的诗性联想。我国古代经典文献《礼记》中载:“郊之祭，大报天而

主日，配以月……祭日于东，祭月于西，以别外内，以端其位。日出于东，月升于西，阴阳长短，终始相巡，以至天下之和”。
［12］

“土司王坟”前壁照上圆形雕刻的意蕴，与《礼记》所载祭祀礼法精神相契合。 

在“土司王坟”顶脊中央的柱头造型之上，有一只蝴蝶隐约可见。这也进一步印证墓前壁照同心圆的诗性象征意义。正如

唐朝诗人李商隐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诗句所表达的，两个如日、似月的圆形雕刻图案，体现了一种人生如梦的态度。“土司王坟”

的内饰与壁照，以艺术的形式，诠释了关于死亡的哲理。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死观与艺术语言，显示了土司城址艺术的诗性

特色与个性。 

三、青石道路的沧桑之美 

道路是人类发展足迹的记录实体。鲁迅先生在《故乡》一文中曾说: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
［13］

在人类发展史上，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物质生活条件下，道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色。乡间小道、陡峭山道、休闲绿

道、城市干道等等，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完全不同的。对道路进行建筑审美，已成为现代建筑与艺术的基本共识。 

在土司城址，除“荆南雄镇”牌坊外，保存最为完整的建筑遗存应属风格各异的石质道路。据调查，城址现有道路遗存共

28 条，多数至今仍在使用。由青石铺就的道路，是城址具有区域特色和重要审美价值的建筑艺术遗存。城址主干道，由相互连

接的上街、中街、下街组成，南北向贯穿全城，全长 800 余米。除主干道外，东西向顺山势建有直通唐崖河的第一下河道、第

二下河道、第三下河道，以及分布于三条下河道之间的第一横道、第二横道和第三横道等。根据石材用料特征和砌筑方式，城

址道路主要有三种类型:一是以规整石条铺砌的上街、中街、下街。二是以不规则石块铺砌，但路面平整，路边整齐的巷道。三

是以规整石块铺砌的台阶式道路。从审美视角看，土司城址的道路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。 

第一，依山形地势，功能环境协调。由于城址特殊的山地、缓坡地理特征，其道路系统最显性的特征之一，是根据环境与

功能的需要因形就势，妥善处理与环境的关系，实现功能与环境、功能与审美的统一。 

上街、中街、下街，作为贯通南北，联通核心区的司城主干道和土司进出的主通道，道路建设最为考究。以最具代表性的

中街为例，其总长度约 250 米，以条状青石板铺设，砌筑工艺规范，至今仍在使用。中街道路平均宽 2．3—2．7米，在司城道

路系统中最宽，路面基本保持平直。中街道路与牌坊、衙署等核心建筑相匹配，不仅满足司城通行需要，而且体现王权象征功

能，明显突出道路与司城主体建筑的关系。 

三条下河道总体由西向东下行，顺地形山势分段铺就。在缓坡地段，路面一般以经加工的石块拼铺。在陡坡路段，则多用

整块长方形条石铺砌梯道，踏面平整。为减少上下困难，在一些大坡度路段，还采取迂回建筑的方式，以条石或石块铺设。据

有关专家勘察，在第一下河道两侧还发现砌有护路围墙，墙体下部和墙基为石包土结构;护墙与道路边缘之间利用岩基设有排水

沟。在司城道路建设中，较多采用平缓的阶梯与平台道路相结合的构筑方式，逐级抬升或下降。这种道路建筑方式，有效缓解

了山道行走的不便，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地理、地质条件，形成缓冲，体现了人性化设计，增加了道路与环境的协调性。 

第二，建筑工艺精美，功能品质统一。在司城的道路中，主干道的建造质量无疑最具代表性。中街整体呈南北走向，局部

因地形略有弯曲，坡度较大处为台阶。其建筑形制有几个特点:一是选料考究。道路全部由青灰色砂岩石铺砌，质地坚硬，表层

显砂砾状，具有防滑功能。二是石料加工精细。各类石块都经过精心切割打磨，边缘平直，表面平滑，厚度一致，棱角分明。

三是铺砌严实。道路中间由规整的长条形石板横向铺砌。条石每块宽度在 30—50cm 之间，长度在 50—100cm 之间，厚度约 20cm;

石条与石条之间错位镶接;因地形走势或为保证石条之间合缝，局部地段的石板加工成三角形或梯形。这种拼接方式，既保障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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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与条之间的稳固，有效防止石条错位松动，又增加了道路的视觉美感。四是道边稳固。道路外侧全部采用加工规整的长条形

压条石护边。五是排水系统完善。道路两侧，明沟与暗渠结合，东边是人工挖掘的排水沟，西边采用暗渠排水，沟底用石板铺

砌，沟顶用石板覆盖;路面每间隔一段距离，建有横向的石砌浅沟槽，将雨水导向外侧，经下河道排水沟排入唐崖河。 

司城主干道路面的铺设，材料加工精细，铺设水平极高。不仅横条石、压边石宽窄尺寸把控合理，而且注重石与石之间的

紧密结合，许多地方至今仍然严丝合缝。道路铺砌的高品质，是其能长久保存的重要原因。时至今日，当人们行走在规整的青

石板道上，听到脚步清脆悦耳的回声，仍能体验到踏实与惬意的审美享受。 

第三，经受自然磨砺，尽显沧桑之美。土司城址的青石板道路，不仅因其选材的考究与建筑品质的优良，以及功能与环境

的协调，成为人们欣赏的对象，更由于其经受岁月的洗礼与人类的磨砺，显现浓郁的历史沧桑，成为艺术审美的对象。沧桑之

美，是文化遗存最重要的品味与特征，也是土司城址的重要特色。 

司城的道路遗存，虽然主体相对完整，但无论是主干道，还是下河道与横道，都有明显的残缺与磨损。一些地方有局部性

塌陷;一些地方有石条滑动与石块的凸起;大多数石条与石块、护坡与护墙石壁，颜色已褪呈墨绿色;司城主干道的青石，许多被

磨光乃至发亮;在几条下河道及主干道的阶梯处，由于数百年的风雨侵蚀与人为踩踏，石条边沿多呈圆弧状，中间明显凹陷。这

些坚硬的被人类反复踩踏的石头，承载着土司城的历史记忆，仿佛在向世人诉说过往的历史与际遇。附着在石道、石阶、护坡

与护墙上的青苔，阶梯与石壁缝隙间攀附的生物与植物，更增添了司城的岁月沧桑。绿草茵茵，松柏苍翠，银杏落叶遍地，司

城的道路高低起伏，显得坚固而又有几分苍凉，洋溢着沧桑之美。此种古朴自然之美景，不仅在现代都市难觅，在边远的乡间

古镇亦难寻，堪称土司城址建筑艺术的一大特色。 

四、“桥上桥”的古朴简约之美 

土司城建于台状石基缓坡之上，城东有唐崖河，城南有贾家沟，城内无贯穿性河流，本无桥可言。但由于城址面积较大，

西高东低，城内自然形成数条排水沟渠。城内道路经过沟渠，必须搭建“桥梁”，以连接道路两端，下过流水，上走行人与车马，

故司城有“桥”。城址不仅有桥，而且颇具地方特色。 

在城址之中，共有三座土司时期的桥梁，而最负盛名的是“桥上桥”。“桥上桥”位于城址北部，横跨打过龙沟，因有上下

两层桥面而得名。该桥将下街两段连接成一体。“桥上桥”保存完好，至今仍在使用。据实地观察，“桥上桥”显然是分两次建

成。下层为单孔石板桥，是简易的“沟上搭石”结构。据刘辉、康豫虎等实地测量，下街路面与第一层桥面有一米多的落差;桥

下水沟由两块岩石之间的自然裂隙构成，非人工开凿，沟上沿宽约 1米，沟上并列三块石板为桥面，石板表面打有糙道;水沟两

边基石上部边沿开凿 L型承台，桥面石板两端直接搭在基岩承台之上，使桥面与基石面大致齐平;桥面石条长 1．54—1．86 米，

厚 0．22 米，桥面宽 1．24—1．44 米;桥面距溪流高 0．98 米
［14］

。据此，下桥应该是在下街修建之前就已经存在。从“上桥”

两边路基不难看出，在上桥修建之前，从北往南行至打过龙沟，需沿缓坡下行 6—7米，才到达下层桥面，经沟上三块条石通过

水沟，再经数米的缓坡或台阶踏步，上至路面。这种“搭石过沟”的“桥”型构造，在西南山区，较为常见。此沟流水，平时

主要来至司城西部北侧山体渗水(泉水)，只是涓涓细流，底层沟宽仅 1 米左右，沟上之“桥”已能满足人们日常通行的需要。

但是问题在于，当雨季来临或遇暴雨，沟中来水定会骤增，这就可能淹没沟中简易桥梁，加上雨水顺山势而下，流速极快，必

然中断两侧往来。 

随着土司城的扩建，司城功能的提升，对道路的形制与通行要求也随之提高。在修建下街的过程中，为解决道路的平直与

雨季通行问题，就自然形成了在“下桥”之上，加建“上桥”的设计与建造方案。据观察，“上桥”为四墩三孔石板桥。桥面全

长 6．56 米，宽 1．82 米，厚 0．32 米，距桥基(基岩)0．82—1．36 米。桥面由 10 块加工规整的青灰色长方形砂岩石板拼成。

“上桥”的四个桥墩立于下层石基之上，由加工规整的长方形巨石垒砌而成。石基经过打磨，桥墩与石基吻合良好。上桥桥面

与桥墩以榫卯结构固定。南北边墩外侧，在下层石基路面上，用石块砌成与桥墩等宽的堡坎(挡土墙)，堡坎顺沟坡与路面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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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迎水面观察，两侧堡坎石壁之前均有巨型岩石相掩，堡坎石块规整，砌垒严实。“桥上桥”成功解决了道路平直与雨季道路中

断的问题，使路桥形成一体，有效提升了司城道路的功能。 

中国桥梁建设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卓越成就。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，“桥上桥”实在过于简陋，但从历史与艺术审美的视角，

该桥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。 

一是其形制特殊。中国古代桥梁无数，形制多样，但能称得上“桥上桥”的，为数不多。国内现存最为著名的古代桥上桥，

是陕西省渭南市华县赤水镇西赤水河上的“桥上桥”。该桥长 70 米，宽 5 米;下桥八孔，上桥九孔;由加工规整的灰白花岗岩石

条砌成。该桥在古代应属大型桥梁，其建造过程，也是先有下层桥梁。后因泥沙淤积，堵塞桥孔，水淹桥梁，影响交通，而在

其上建造上桥。这与唐崖土司城的“桥上桥”有相似之处。“桥上桥”的建筑形制，既由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，也与司城

扩建的历史事实相关联，是司城发展颇具特色的建筑艺术遗存，也是独特的生存理性与生存智慧的结晶。 

二是符合审美要求。司城在建造上桥的过程中，没有拆除非常容易拆的下桥之原因，据笔者观察，一方面是上桥建设的需

要。因为在当时没有施工机械的条件下，作上桥桥墩之用的巨形方石、桥面条石等，都需人力抬升挪移。在狭窄的施工场地，

下桥的桥面可作为重要的人力支点，提供施工的来往便利。另一方面，就是出于审美考量。保留下层桥面，并不影响桥下过水，

而且可以使上桥整体呈平面四边形构造，给人以稳固的质感。虽然“桥上桥”显得简陋，但无论是从迎水面，还是从泄水面看，

保留下桥的桥面，都能产生一种特殊的视觉感受，这就是“桥上桥”的整体感、稳固感、和谐感。正因为其特殊的建筑设计与

建造工艺，使其经历数百年的风吹日晒、急流冲刷、人踏车碾，仍保持其当年的风采。可以说，“桥上桥”巧妙地实现了桥的功

能与审美的统一。其在司城建筑艺术遗存中，无疑占有特殊的地位。 

五、几何纹样的艺术映像 

在土司城址的艺术物象中，包含了丰富的纹样图案。除缠枝纹、宝相花纹、水纹、云纹等外，几何纹样占有较大比例。在

几何纹样中，又有圆形、弧形、︽形、方形、腰圆、菱形、括弧形等纹样。这些几何纹样，与土家族传统织锦中的几何纹样有

许多相近或相似之处，表现出明显的地域与民族特色。 

土家族有织锦的传统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载，“武陵蛮”有“织绩木皮，染以草实，好五色衣服”，“衣裳斑斓”

的习俗
［15］

。直到改土归流前后，土家族还保持“喜斑斓服色”的习俗。同治《龙山县志》描述:土锦“绩五色线为之，色彩斑斓

可爱。俗用以为被，或作衣裙，或作巾，故又称岗巾”
［16］

。土家织锦深受土家族人民的珍爱，被视之为智慧、技艺的结晶。土家

族织锦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实用、礼俗和审美等多方面的意义。 

土家族织锦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纹样丰富和色彩鲜明。织锦的纹样图案，包括自然景物图案、几何图案、文字图案等。其

重要特点之一是几何图案所占比例较大。为便于挑花织锦，那些取材于自然景物的图案，也简约成方形、三角形、菱形、直线

等几何图形。这些几何纹样，虽然比土司城址艺术中的几何纹样更加复杂，但其审美情趣与变异脉络却不乏相似之处。如土司

王坟围栏望柱上的︽形纹样，在土家织锦中多有出现。而土家织锦中常见的菱形纹样，在司城装饰纹样中也屡见不鲜。也许二

者并无直接的关联，但同处土家族世居之地，至少表明其在艺术审美与技艺手法上具有诸多相通之处，显示出城址纹样的地域

与民族特色。 

土司城址艺术，除以上五个方面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之外，在装饰石雕方面也有体现本土特色的艺术物象。如“土王出

巡”、“奉调出征”、“镇妖平反”、“敬宗尊祖”等石雕，对土司生活场景的展现，就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色。这些内容笔者

已在关于城址艺术与汉族艺术的比较中作过分析，故不再赘述。此外，城址在生活器具装饰艺术方面，也表现出自身特色，如

石质盛水容器及其四周的石刻装饰等，也构成司城文化遗产的重要艺术物象，显示出独特的审美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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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唐崖土司城址艺术，不仅表现出对汉族传统艺术的仿象，而且包含了诸多民族与地域的特色。城址艺术的民族

与地域特色，给世界文化遗产“唐崖土司城址”增添了异彩，使这颗深山明珠更加璀璨夺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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